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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农户参与意愿及其
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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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在理论分析农村水污染治理农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江苏省宜兴市农户

调研数据，运用有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农户个人及其家庭特征、水资源利用现状及水污染治理认知等因

素对农户参与水污染治理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日常用量最多的水源、河湖水质相关与关心程度、

厕所污水排放方式、生活污水的污染源认知及农民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必要性认知等变量对农户

参与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性别、家庭人口数等变量对农户参与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因此，

应通过加大环保宣传教育、示范引导及监督管理，提高农户环保认知水平，推动农户环境保护知行一

致；同时，实施环境监测、信息公开及设立农村合作社或社区等措施，探索建立利益主体动态利益联

结机制，保障农户在农村水污染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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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稳步发展，农村经济逐渐繁荣，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诸如农村

垃圾随意堆放、化肥和农药过度使用、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等现象日益加剧，农村环境污染已成

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其中，水污染是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媒介，排入水体的污

染物超过水环境容量，水质恶化，水环境呈现出重金属超标、富营养化等现象，加剧水资源短缺，
扰乱和破坏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 基于此，国家和各级政府推动实施农村污水管网

集中处理、农田氮磷拦截工程等一系列水污染治理措施，对遏制水环境恶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 。
但由于农村水污染的污染源小而多，污染面广而散，且当前农村水污染治理工作主要由政府主

导，对农民水环境治理需求及参与积极性关注不足，极易出现治理工程不符合农民需求、资金不

足、管护不善等问题，引致农村水污染治理成效不显著。
目前，有关农村水污染治理的研究较多。 工业废水、农田尾水、农村生活垃圾与污水、畜禽

养殖粪污等是农村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同时水生态退化、水体自净能力降低加剧了农村水污染

形势。 农村环保体系不健全、监督管理缺位、财政投入不足、治理主体缺失、农民环保意识淡薄

等是农村水污染问题的主要成因 ［２］ ，其中，治理主体缺失是引致农村水污染治理成效不显著的

根源。 应反思以政府为主体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 ［３］ ，改善农村环境需要不同主体的共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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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４］ 。 农户是农村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之一，也是环境改善的直接受益者，还是农村环境治理的

核心利益主体之一 ［５］ 。 农民的积极参与对提高农村环境治理效果尤为重要 ［６－７］ 。 但现有研究

的环境意识调查对象多集中于城市居民，针对农村居民的相对较少，尤其缺乏对作为农村直接

行为主体的农户的感知和意愿进行研究。 因此，本文将在理论分析农户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意

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太湖流域江苏省宜兴市的农户调研数据，运用有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识

别农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及其显著程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提升农村水污染治理成效提供

参考。

一、分析框架与变量确定

（一）农户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理论基础

农村水污染治理工作在受益上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属于公共物品，涉及的利益相关

者较多，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村集体及当地农户等，各利益主体都有搭便车的动机。
一般来说，中央政府是水污染治理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安排中央财政支持时一般要求地方政

府按比例配套费用，但鉴于环境治理投资大、直接经济效益低、近期效益不显著等特征，在以经

济增长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下，环境治理往往处于地方政府投资意愿末端，希望中央增

加投入并减少地方投资责任，信息不对称时产生非合作博弈 ［８］ ，流域内地方政府之间也极易形

成环境规制的“囚徒困境” 。 并且，当地农户由于受益主体数量庞大，“搭便车”的动机更大，往
往寄希望于政府。 最终，现实中极易形成农村水污染治理主体缺失和投入不足的困境。

但在道德观念、社会规范和集体认同的影响下，人们将会参与公共物品供给，并使其供给量

达到最优水平 ［９］ 。 “搭便车”现象确实存在，但“搭便车”强假设（没有人会愿意供给公共物品）
却是明显错误的 ［１０］ 。 实验经济学证据还表明，公共物品供给参与人的社会偏好具有异质

性 ［１１］ ，异质性社会偏好类型的个体会表现出差异性的公共物品供给意愿水平 ［１２］ 。 现阶段，农
户是广大农村生产、投资与经营活动的主体和直接参与者，也是最基本的决策单位 ［１３］ ，为了改

善自身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农户具有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工作的现实动机及优势 ［４－５］ 。
而异质性社会偏好将使农户对农村水污染治理工作表现出不愿意、条件性愿意、愿意等不同意

愿程度。
（二）农户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着农户分化，不同特质的农户对农村水环境有不同的需求，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动

机和目的不同，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意愿程度也存在差异。 农户参与当地水污染治理工作的

意愿程度，是有限理性选择的结果，即农民在外部约束条件下，基于自身现状条件，综合判断参

与农村水污染治理工作可能形成的各类影响，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 行为主义理论强调

现实情景对人的预期行为有直接指导作用 ［１４］ ，即人的行为是受现状情景因素影响而产生的，而
认知心理学则强调，心理感知、价值观等因素也会对人类行为选择偏好产生影响 ［１５］ ，认知决定

个体偏好，又进一步指导其决策和行为 ［１６］ 。 因此，结合已有研究成果 ［６－７］ ，本文将从农户个人及

其家庭特征、水资源利用现状、水污染治理认知等方面分析农村水污染治理农户参与意愿的影

响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１．个人及其家庭特征

不同偏好的个体实际上嵌入同一个社会网络，扮演着某种社会角色，这种社会角色通过受

教育水平、收入、职业等特征表现出来，这些特征可能通过作用于个体的偏好来影响其行为选

择，即个体不同社会角色的强化或凸显会明显影响其异质性的行为模式 ［９，１７］ 。 人的需求具有多

样性和层次性，不同的需求将决定其参与污染治理的内容和形式。 在农村水污染治理中，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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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特征会对水环境需求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参与意愿。 同时，农户理性是一定选择和约

束条件下的理性，农户行为是在其现有资源约束下作出的理性选择 ［１８］ 。 因此，不同家庭资源禀

赋特征会影响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农户参与意愿选择。 本文通过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家庭人

口数、家庭年总收入、农业年收入等变量表征农户个人及其家庭特征。
２． 水资源利用现状

水资源利用现状是农户选择是否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时的客观现状情景。 当前农村居民

用水来源包括河湖支浜等地表水、井水（地下水）及自来水等，不同农户对水资源的使用量、关
心程度、利用特征等存在差异。 在农村水污染治理中，水资源利用现状反映农户对各类水资源

的需求与依赖程度，并表征农户现实行为的环保程度。 通常，客观现状情景将形成外界刺激或

惯性力量，对主体预期行为选择产生直接影响 ［１４］ 。 因此，农户水资源利用现状对其参与水污染

治理的意愿程度产生影响。 本文通过日常用量最多的水源、河湖水质相关与关心程度、洗涤 ／餐
厨污水排放方式、厕所污水排放方式等变量表征农户水资源利用现状。

３． 水污染治理认知

水污染治理是针对超出水体自净能力承受范围的污染水采取的各类工程措施及机制设计，
进而改善水环境的一系列管控活动。 认知包括感觉、知觉、思维、想像等，是人们获得信息及信

息加工以认识事物的全过程，最终转换成内存的心理活动 ［１９］ 。 在农村水污染治理中，农户通过

自身对农村水污染治理相关信息获取并加工理解，形成水污染治理认知，根据人的心理过程，具
体可包括农户对水环境外观特性评价、污染状况内在推断及污染治理了解程度等。 已有研究发

现，个体对现实作出反应的基础是其对现实的认知 ［２０］ ，认知影响人的行为动机偏好，是激发行

为的基础，行为往往在一定认知水平上展开，认知的提升必然会导致合理的期望行为 ［２１］ 。 因

此，农户作出是否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决策，是其根据认知衡量后选择的结果。 本文通过本

地河湖水质评价、生活污水的污染源认知、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必要性认知、农民参与农村水污染

治理的必要性认知及农村水污染治理了解程度等变量来表征农户水污染治理认知。

二、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一）研究区域

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构成长三角生态的核心，为长三角社会经济发展及文化繁荣作

出了重要贡献。 太湖地区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水质型缺水的典型地区。
２０１５ 年太湖流域总人口为 ５９９７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４．４％；ＧＤＰ 达 ６６８８４ 亿元，占全国 ＧＤＰ
的９．９％；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１．２ 万元，是全国人均 ＧＤＰ 的 ２． ３ 倍 ［２２］ 。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高速发

展，太湖水质变劣、湖体营养过程加剧，制约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２３］ 。 宜兴市地处江苏

省西南端，太湖西岸，位于沪宁杭三角中心，全市总面积为 １９９６． ６ ｋｍ２（其中太湖水域面积为

２４２．２９ ｋｍ２） ，社会经济发达，一直位居全国经济百强县市前列。 但值得指出的是，宜兴市农村

水环境污染严重，以宜兴市周铁镇靠近太湖竺山湾的区域为例，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该区域水质总体为

Ｖ 类及劣 Ｖ 类之间，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用水安全。
综上，江苏省宜兴市是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水体污染严重、水污染治理形势严峻的地区，考

察该地区农户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具有一定代表性。
（二）数据来源

本文农户调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４—５ 月在毗邻太湖竺山湾的宜兴市周铁镇展开，涉及黄庄、青店、
太湖头、马塔等自然村。 采用问卷调查与实地入户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共发放问卷 ２００ 份，剔除

未能回收和数据不完整问卷，最终选用 １９１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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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内容包括：（１）农户个人及其家庭基本特征，包括农户年龄、性别、学历、职业、家庭人

口数、家庭收入等；（２）农户水资源利用现状，包括每月自来水用量、洗涤 ／餐厨污水排放方式、
厕所污水排放方式等；（３）农户水污染治理认知，包括水质评价、水污染治理必要性认知、水污

染治理了解程度等。 调查遵循以下原则：（１）随机抽取农户，通过现场访谈讲解，使被访农户对

调查内容有一定的理解；（２）避免因选项过于细化而使农民无法确定答案，将感知变量选项等

级简化为两个或三个，仅要求农户给出总的评价；（３）为使农户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一
方面向农户说明调查意图，另一方面避开村干部，确保农民不存在策略性行为。

（三）样本特征

样本农户中，男女比例相当，８９％的农户年龄在 ４０ 岁以上，８７．４４％的农户学历在初中及以

下，６５．４５％的农户以务农为主。 从其家庭特征来看，８７．４３％的农户家庭人口数在 ５ 人及以下，
家庭年收入在 ５ 万 ～ １０ 万元的农户较多，平均年收入为 ７．５５ 万元，６９．１１％的农户家庭农业年收

入在 １ 万元及以下。 总体上看，样本农户特征符合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农户年龄较大、受教育程

度较低的现实，且相关经济数据符合当地年鉴统计资料，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表 １） 。
表 １　 农户特征及其参与意愿

特征 选项 频数（人 ／ 户） 频率（％） 特征 选项 频数（人 ／ 户） 频率（％）

性别 男 ９７ ５０．７９

女 ９４ ４９．２１

年龄 ２０～３０ 岁 ７ ３．６６

３１～４０ 岁 １４ ７．３３

４１～５０ 岁 ３５ １８．３２

５１～６５ 岁 ９１ ４７．６５

６５ 岁以上 ４４ ２３．０４

学历 小学及以下 ８４ ４３．９８

初中 ８３ ４３．４６

高中（中专） １７ ８．９０

大学（专）及以上 ７ ３．６６

职业 农业 １２５ ６５．４５

非农就业 ６６ ３４．５５

家庭人口数 ３ 人及以下 ８２ ４２．９３

４～５ 人 ８５ ４４．５０

６ 人及以上 ２４ １２．５７

家庭年总收入 ３ 万元以下 ５６ ２９．３２

３ 万～５ 万元 ３４ １７．８０

５ 万～１０ 万元 ７８ ４０．８４

１０ 万元以上 ２３ １２．０４

农业年收入 １ 万元以下 １３２ ６９．１１

１ 万～２ 万元 ４４ ２３．０４

２ 万元以上 １５ ７．８５

农户参与

意愿程度

不愿意 １８ ９．４２

条件性愿意 ５２ ２７．２３

愿意 １２１ ６３．３５

　 　 此外，调查显示，研究区域农户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意愿比较强烈（表 １） ，仅 ９．４２％的农

户不愿意参与水污染治理行动，绝大多数农户（９０．５８％）愿意无偿或者在一定条件下参与农村

水污染治理行动。 其中，６３．３５％的农户不论自身是否取得报酬，愿意无偿甚至付费参与农村水

污染治理，２７．２３％的农户表示可以在获得一定经济补助或实物激励时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工

程。 因此，分析研究区域农户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为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依

据，以提高农户意愿程度，并促使其转化为实际行动。

三、模型选择与结果分析

（一） 模型选择

在本文中，因变量农户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意愿的定义与赋值具有等级次序性质（不愿

意为 ０，条件性愿意为 １，愿意为 ２） 。 鉴于 Ｌｏｇｉｔ 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能对分

类因变量和分类自变量（连续自变量、混合变量）进行回归建模，没有关于变量分布的假设条

件 ［２４］ ，应用最为广泛。 因此本文将采用多元有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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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ｙ∗ ＝ βＸ ｉ＋ε（ ｙ∗表示观测现象内在趋势，不能被直接测量） ，选择规则为：

ｙ ＝

０，　 若 ｙ∗≤ｒ０
１，　 若 ｒ０＜ｙ∗≤ｒ１
２，　 若 ｙ∗＞ｒ１

ì

î

í

ï
ï

ï
ï

式中，ｒ０＜ｒ１，为待估参数，即“切点” （ ｃｕｔｏｆｆ ｐｏｉｎｔｓ，在表 ３ 中简称“ ｃｕｔ” ） ；ｙ 表示样本农户参

与意愿；Ｘ 表示前文三类影响因素中的 １６ 个具体变量，ｉ＝ １，２，…，１６（详见表 ２） ；β 为自变量系

数；ε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名称、定义、均值、标准差、预期效应等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变量的具体含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

代码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预期

效应

因变量

　 农户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意愿 Ｙ ０ ＝不愿意；１ ＝条件性愿意；２ ＝愿意 １．５４ ０．６６

自变量

　 个人及其家庭特征

　 　 性别 Ｘ１ ０ ＝女；１ ＝男 ０．４９ ０．５０ ？

　 　 年龄 Ｘ２ 实际数据输入值（周岁） ５６．５５ １２．９４ ？

　 　 学历 Ｘ３ １ ＝小学及以下；２ ＝初中；３ ＝高中（中专） ；

４ ＝大学（专）及以上

１．７２ ０．７８ ＋

　 　 职业 Ｘ４ １ ＝农业；２ ＝非农就业 １．３５ ０．４８ ＋

　 　 家庭人口数 Ｘ５ 实际数据输入值（人） ３．９７ １．５９ ？

　 　 家庭年总收入 Ｘ６ 实际数据输入值（万元） ７．５５ １１．３４ ＋

　 　 家庭农业年收入 Ｘ７ 实际数据输入值（万元） ０．８３ １．３５ ＋

　 水资源利用现状

　 　 日常用量最多的水源 Ｘ８ １ ＝河湖地表水；２ ＝井水；３ ＝自来水 ２．６０ ０．４９ ＋

　 　 河湖水质相关与关心程度 Ｘ９ ０ ＝不相关，不关心；１ ＝相关，关心 ０．８５ ０．３６ ＋

　 　 洗涤 ／ 餐厨污水排放方式 Ｘ１０ １ ＝随意排放到附近河道或耕地；２ ＝ 自建

化粪池储集下渗；３ ＝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管道

１．３８ ０．６４ ＋

　 　 厕所污水排放方式 Ｘ１１ １ ＝随意排放到附近河道或耕地；２ ＝ 自建

化粪池储集及种植返田；３ ＝农村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管道

２．００ ０．５６ ＋

　 水污染治理认知

　 　 本地河湖水质评价 Ｘ１２ １ ＝差；２ ＝一般；３ ＝好 １．７１ ０．７５ －

　 　 生活污水的污染源认知 Ｘ１３ ０ ＝否；１ ＝是 ０．３９ ０．４９ ＋

　 　 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必要性认知 Ｘ１４ ０ ＝不必要；１ ＝必要 ０．８５ ０．３６ ＋

　 　 农民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必要性

认知

Ｘ１５ ０ ＝不必要；１ ＝必要 ０．８２ ０．３８ ＋

　 　 农村水污染治理了解程度 Ｘ１６ 实际了解水污染治理项目数量（项） ａ ３．２７ １．３２ ＋

　 　 注：ａ．以研究区域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生态浮床、岸坡草林系统、河道清淤、湿地公园建设等水污染治理项目为例，调查农

户了解的项目数量反映其对水污染治理的了解程度。

（三）模型运行与结果分析

运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０ 软件对农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模型进行估计。 从模型估计结果（表 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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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日常用量最多的水源、河湖水质相关与关心程度、厕所污水排放方式、生活污水的污染源

认知及农民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必要性认知等变量对农户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性

别、家庭人口数等变量对农户参与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具体分析如下：
表 ３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系数（ Ｂ） 标准误 Ｚ 检验值

个人及其家庭特征

　 性别 －０．８０９∗∗ ０．３８３ －２．１１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８

　 学历 －０．３７２ ０．２４９ －１．４９

　 职业 －０．３９１ ０．３９４ －０．９９

　 家庭人口数 －０．１９５∗ ０．１０８ －１．８０

　 家庭年总收入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７

　 家庭农业年收入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６ －１．０１

水资源利用现状

　 日常用量最多的水源 ０．７０６∗∗ ０．３４５ ２．０４

　 河湖水质相关与关心程度 １．４１７∗∗∗ ０．４３７ ３．２４

　 洗涤 ／ 餐厨污水排放方式 ０．２７６ ０．３０７ ０．９０

　 厕所污水排放方式 ０．６４３∗ ０．３４４ １．８７

水污染治理认知

　 本地河湖水质评价 ０．４０２ ０．２６９ １．４９

　 生活污水的污染源认知 ０．６８８∗ ０．４０８ １．６８

　 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必要性认知 －０．２１９ ０．４８８ －０．４５

　 农民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必要性认知 ０．９００∗∗ ０．４０５ ２．２２

　 农村水污染治理了解程度 ０．０５０ ０．１４６ ０．３５

模型拟合效果

　 Ｃｕｔ １ ０．７９１ Ｃｕｔ ２ ２．８８８

　 ＬＲ ５２．０２ 伪 Ｒ２ ０．１５７

　 观测值个数 １９１ 显著性水平 ０．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１． 个人及其家庭特征

仅性别、家庭人口数两项变量对农户参与意愿影响显著。 其中，男性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

的意愿较低，可能因为男性在农村家庭中占主导地位，工作时间及外出务工时间较长，对农村水

污染及其治理关注较少，因此意愿较低。 家庭人口数越多，农户参与意愿相应下降，可能因为家

庭人口数越多，消费成本越高，生活负担较重，农户更热衷于直接提升自身物质条件，对环境卫

生等生态需求关注不足。
年龄、学历、职业、家庭年总收入、家庭农业年收入等变量对农户参与意愿影响均不显著。

一般来说，年龄越大的农民，农村归属感越强，对近十年乃至数十年的水质变化情况比较了解，
对水质变差更难以容忍，愿意参与水污染治理以改善水环境。 而本文调查的农户平均年龄在

５６ 岁左右，年龄较大，退休、赋闲、照顾小孩的较多，收入较低，更关注自身家庭直接经济福利，
对公益性的参与污染治理行为兴趣较低。 学历越高，环保意识越强，愿意参与水污染治理，改善

生活环境并支持国家宏观政策目标 ［６］ ；但同时学历越高，接受知识越多，受农村水污染是因城市

污染转移所致、政府应提供公共服务等观念影响，对政府预期较高，参与水污染治理的意愿相应

降低。 通常，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户收入较高，可能更愿意参与水污染治理行动，但实际上非农就

业为主的农户在村居住时间较少，对农村水资源依赖性较低，参与意愿相应降低，因此影响不显

著。 通常，收入较高的家庭，选择与支付能力高，更愿意参与水污染治理以获得更好的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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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９］ ，但同时收入较高的家庭，学历和非农就业能力较高，农村并非其主要生活场所，参与意

愿降低。 家庭农业年收入较高，需要河湖支浜等地表水进行灌溉，对当地水资源依赖性较大，但
可能因为当地农地流转较多，且农业生产对河湖水质要求相对较低，因此影响不显著。

２． 水资源利用现状

日常用量最多的水源、河湖水质相关与关心程度、厕所污水排放方式等变量对农户参与意

愿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日常使用自来水水量最多的农户，参与水污染治理的意愿较高，可能

因为使用自来水的成本相对更高，水污染治理后水质得到改善，景观效果更好，且农户可利用河

湖地表水洗涤物品及收获水产品等，从而降低农户对自来水的需求量及消费支出，并增加农户

预期受益感知，进而提高农户参与水污染治理意愿。 农户认为自身生产生活与河湖水质相关，
关心周围水质变化，则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意愿相应提高，但仍有 １５．２％的受访农户认为河

湖地表水水质与其生活不相关，对水质变化不关心。 厕所污水排放方式越环保卫生，则农户环

保意识较强，环境行为友好，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意愿相应提高，但调查显示，仍有 １５．７％的

受访农户家庭将厕所污水随意排放到附近河道或耕地，冲厕水中含有大量的氮、磷、钾等富营养

有机物，将引起水体富营养化，减弱水体自净能力，破坏水质。
洗涤 ／餐厨污水排放方式对农户参与意愿影响不显著，可能因为农户认为洗涤 ／餐厨污水没

有污染或污染较小。 应指出的是，约 ７１％的受访农户家庭将洗涤 ／餐厨污水随意排放到附近河

道或耕地，洗涤 ／餐厨污水中含有大量磷、钠、氯、碘等化学成分及动植物脂肪，将加重农村水

污染。
３．水污染治理认知

生活污水的污染源认知、农民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必要性认知等变量对农户参与意愿均

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其中，认同生活污水是污染源的农户参与水污染治理的意愿较高，但约

６０％的受访农户否定生活污水是水污染的污染源。 认同农民有必要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农

户，可能认识到自身生产生活对农村环境可能带来的污染和生态问题，明确自身在农村环境治

理中的主体地位，参与意愿相应提高。
本地河湖水质评价、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必要性认知及农村水污染治理了解程度等对农户参

与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 通常，农户对当地水质评价越差，难以接受当前水质情况，可能更愿意

参与治理改善水环境，但农户自身对水质的评价是对水环境外观特性的主观认识结果，并非科

学的量化数据，受其实际环境需求、所选参照物、水质关注度等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影响不显著。
虽然 ８５％左右的受访农户认为当地水污染有必要进行治理，但可能受“城市企业应为污染付

费” “水污染治理是政府的事”等心理影响，农户参与意愿难以随着水污染治理必要性认知而提

高。 一般来说，农户对农村水污染治理越了解，对水污染治理成效越熟知，参与意愿也相应提

高，但实地调查发现当地已有水污染治理工程运行管护中普遍存在“没法管、没钱管、没人管”
等现象，治理效果有限，引致农户质疑，因此农村水污染治理了解程度对农户意愿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农村水污染治理涉及的利益主体较多，但面临治理主体缺失和投入不足的困境。 农户既是

农村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之一，也是环境改善的直接获益者。 识别农户参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意

愿及其影响因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提升农村水污染治理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结合江

苏省宜兴市农户访谈数据，运用有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农村水污染治理农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进行

识别。 研究发现，农户参与意愿受其个人和家庭特征影响，男性和家庭人口数越多的农户参与

水污染治理的意愿较低；农户水资源利用现状及水污染治理认知也明显影响其参与意愿；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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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用量最多的水源是自来水，关心河湖水质变化，厕所污水排放方式环保卫生，认同生活污水

是农村水污染的重要污染源，明确农民参与水污染治理的必要性，均将显著提高其参与水污染

治理的意愿程度。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太湖流域，农村水污染治理的社会基础较好，农户参与意愿较强，但实际

行动相对滞后。 应通过电视、广播、宣传标语和乡村表演等形式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

教育，并结合典型示范引导及定期监督检查，切实提高农户环保意识和责任感，促进农户环境保

护态度和行为实现一致。 同时，鉴于农村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强外部效应等特征，政府应完善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体系，明确各利益主体在农村水污染治理中的主要责任，通过实施环境

监测、信息公开及设立农村合作社或农村社区等措施，加强政府与农户、农户与农户之间的交流

沟通，将“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执行和“自下而上”的个人参与结合起来，探索建立动态利益联

结机制，保障农户在农村水污染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使农户成为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参与者、监督

者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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